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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卫生治理呈现出鲜明的应急导向和特征，依据公共卫生

应急政策变迁可探究公共卫生治理的改革历程与规律。以 1978—2020年中央层面出台的

460份公共卫生应急政策为样本，采用政策文献量化方法，从政策时间、政策类型、政策主体、

政策问题、政策工具五方面可以对政策变迁的外部属性与内部结构进行系统研究。研究结果

表明：我国公共卫生治理呈现应急性演化趋势，即政策数量总体增长与阶段波动共存、政策主

体权威性与多元化交互、政策主题应急性与连续性共生、政策工具组合性与主导性共在。据

此，从政策角度提出优化我国公共卫生治理改革的对策建议，即协同政策主体，提升危机应对

能力；强化政策工具，提高应急响应效率；优化政策议程，实现智慧应急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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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

快，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断涌现和爆

发，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如 SARS
（2003）、甲型 H1N1流感（2009）、COVID-19
（2020）等。这类事件具有原因多样、危害严

重、治理复杂等特点，加之日益频繁的人口

流动，加速了事态的蔓延与扩散。特别是

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疫情，放在全球化背景

下，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及人员伤亡，挫

伤了经济韧性、社会韧性与安全韧性。新冠

疫情对全球各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

了挑战，同时发挥着检验全球各国制度优势

及治理能力的作用。［1］每一次重大公共卫生

事件都会对一个国家现有公共卫生治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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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产生深刻影响。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政府会根据疫情防控经验教训对现有公共

卫生治理体系进行重构，使其适应日益复杂

多元的新环境。提升公共卫生尤其是重大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治理能力，加快国

家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调整与改革，已成为

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国家的广泛共识。

1978年以来，中国公共卫生事业不断完

善和发展，公共卫生治理体系不断健全。特

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明确提出实

施“健康中国”战略，全方位加强制度保障，

推动我国公共卫生治理体系进一步发展。

在抗击新冠疫情中，我国公共卫生治理体系

经受住考验，为世界抗疫贡献了中国方案和

中国智慧，但也暴露出一些短板与不足，如

应急管理体系较薄弱、公共卫生管理体制和

运行机制不完善等，［2］这些问题正反映出我

国现行公共卫生治理体系与社会发展之间

不相适应的一面。风险社会已来临，重大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频发，也将会对公共卫生治

理体系提出更高要求，公共卫生治理改革迫

在眉睫。

政策是政府治理的基本导向与准则，也

是政府治理的主要工具和基本手段。面对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国政府采取了一

系列政策，取得了较大成绩，并通过危机学

习，积累很多成功经验，适时将经验转化为

新的政策，促使公共卫生治理在危机应对中

快速得到优化和完善，实现了由危转机，我

国公共卫生治理呈现出鲜明的应急性演化

特征。以 1978—2020年公共卫生应急政策

为样本，通过对政策文献量化研究，理顺公

共卫生应急政策演进逻辑与发展脉络，既可

从微观层面了解政府的政策意图，窥探政策

成效；又可从宏观角度观察政策变迁全貌，

预测政策发展趋势，继而优化政策执行；还

可通过量化和可视化不同阶段政策的时间、

主体、主题和工具等要素，依据政策变迁来

梳理我国公共卫生治理的改革历程与规律，

从而为推动我国公共卫生治理能力和治理

体系现代化提供支撑。

一、文献综述

（一）政策变迁研究

西方学者对政策变迁研究经历了三个

阶段：概念发展、模型构建和经验检验。政

策变迁最早可追溯到 20 世纪 50 年代，

Lindblom认为政策制定是一个渐进的、连续

的过程，新政策总是建立在旧政策的基础

上，决策者只需要根据过去的经验来对现行

政策做出局部调整和边际性修改。［3］Brewer
认为政策变迁过程作为一个连续的循环过

程，其后期政策的形成是基于前期政策的改

进与完善。［4］随后，国外学者开始对政策变迁

的模式、原因和动力机制进行研究，由此转

向模型构建阶段。Hall将政策变迁是否促进

了政策范式转变作为依据，论述了政策变迁

的两种模式。［5］而此时更多的学者专注于构

建政策变迁理论模型，如Kingdon等人认为，

政策企业家不是居于主谋或主导的地位，因

为激烈的政策变迁即使不完全是随机出现，

也大部分是由于混乱、意外、偶然或运气所

致；［6］Baumgartner等人提出了间断平衡模

型，认为政策变迁是间断平衡的，变迁的动

因是内在和外在因素的复杂结合引致的。［7］

在构建模型的基础上，西方学者对政策变迁

的研究转向经验检验阶段，这些理论与模型

被广泛应用于教育、环境、气候、能源、福利

等领域。在借鉴西方研究基础上，国内学者

结合中国实践对政策变迁理论进行了深入

研究，如陈潭认为政策变迁的自变量和因变

量所建构变量系统具有复杂性；［8］王雄军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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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政策变迁是社会综合因素互相作用的结

果，重要引致因素是焦点事件；［9］柏必成认为

住房政策变迁有赖于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

政治源流的三者结合；［10］吴文强等认为政策

变迁呈现出政策维持、政策更续、政策叠加

和政策替代四种类型；［11］王妍妍以应急管理

政策为例，认为外部环境因素与内部决策因

素分别以自上而下的形式与自下而上的形

式推动政策变迁；［12］60郭俊华等以 1956年以

来残疾人集中就业政策为例，认为政治经济

体制改革、中央和地方政府创新、政策型社

会问题生成是推动政策变迁的驱动因素。［13］

（二）政策文献量化

国外学界对政策文献量化研究相对比

较成熟，主要集中在环境治理、教育、政党选

举和战略管理等领域，政策文本对象范围广

泛，包括发展计划、战略、政策文件等。如

Sampedro运用内容分析法，从污染类型、高

污染部门、相关政策工具和国际环境条约四

个方面，对十年间环境部门发文进行量化分

析；［14］Kropivnik等对斯洛文尼亚的政党选举

的政策文件内容进行量化分析，提出构建政

治文献暂定理论的倡议；［15］Oliveira采取关键

词词频统计法和内容分析法，深入探讨了本

土品牌在实现战略空间规划目标中的潜在

作用。［16］国内学界对政策文献量化研究主要

分为理论介绍与拓展、具体应用两阶段。理

论介绍与拓展方面，黄萃界定了政策文献量

化分析的概念，将文本数据挖掘、时间序列

分析、共引分析、网络分析、文献知识映射引

入政策分析领域，系统地介绍、拓展和创新

了政策文献的量化方法；［17］杨正在分析诸多

术语的基础上，介绍了政策计量的取向、研

究方法与分析工具，对政策计量做了整体性

梳理。［18］具体应用方面，章文光对中央层面

的 154份企业创新政策文本进行计量分析，

认为中小企业创新政策合作网络逐步复杂

化、政策主题逐步多元化；［19］魏丽莉等对中

共中央发布的 20个一号文件进行政策文本

量化分析，认为农村民生政策工具的使用程

度符合一般规律，但具有显著差异化；［20］王

薇等通过构建政策目标、工具和力度的分析

框架，对应急产业政策进行三维交叉分析，

提出要加强对诱导和激励工具的使用；［21］彭

忠益等对我国矿产资源安全政策进行文本

量化研究，认为矿产资源安全政策体系权威

型政策工具使用频繁、整体性特征较为明

显；［22］刘雪华等对 2014—2020年与城镇化密

切相关的 26份政策文本进行量化研究，认为

现有政策比较依赖环境型政策工具、需求型

政策工具应用缺失。［23］

（三）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

早期国内学界对公共卫生治理与应急

管理的研究相对较为欠缺。经历了新冠疫

情的考验，对其研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主

要包括宏观层面的政策变迁与微观层面的

个体取向两个维度。李洁认为历次焦点事

件推动了卫生政策议程的建立，公共卫生的

目标从宏观卫生制度向微观个体日常健康

生活转变；［24］武晋认为我国公共卫生治理受

外部环境因素影响，经历了计划型、市场化、系

统化与民生化四个历史阶段的演进历程；［25］

朱荟等认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应急联动体

系应从单一主体包办转向多元主体协同，该

体系有效运转依赖于制度、信息、资源、人

才、科技等条件支撑；［26］张伟静等认为应对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须提高地方政府应急管

理能力，即建立防控为先的多元责任体系，

形成有据可依的快速决策支持机制，构建常

态化的应急联动机制。［27］直接运用政策文本

分析对公共卫生应急政策工具的研究也逐

渐兴起。马续补构建“政策目标—政策工

南 锐，李 艳 应急与演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共卫生治理政策变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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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二维分析框架，据此提出完善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应对的有效举措；［28］白彦锋基于政

策工具角度，通过比较非典与新冠疫情期间

出台的财政政策，发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财

政政策呈现不断优化的趋势；［29］江亚洲等对

新冠疫情期间中央层面出台的封闭类、混合

类、经济响应类和卫生促进类政策工具的组

合运用进行分析。［30］

二、研究设计

（一）概念界定

公共卫生应急一般面向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

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

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

大食物或职业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

健康事件”。①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属于非传

统安全的范畴，具有突然爆发性、传播广泛

性、危害严重性和治理综合性等特征，其造

成的影响可能是短期的，也可能是长期的，

如 SARS、鼠疫、新冠疫情等。公共卫生应急

（管理）是指为了预防和处置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运用应急管理的科学手段和技术手

段，达到控制和减少危害所采取的一系列措

施。［31］公共卫生应急政策则属于公共政策的

一种，是对正在发生或潜在的重大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应急处置的具体物化指导规范，包

括政府对常规公共卫生事件与非常规公共

卫生事件应急所颁布政策的总称。［12］54

（二）分析框架

公共卫生应急是一项包含诸多要素的复

杂系统工程，基于单一维度分析难以有效解

读与理解政策变迁的内涵。本文基于外部属

性与内部结构两方面，选取相关指标，构建

“政策时间—政策类型—政策主体—政策主

题—政策工具”的五维分析框架（如图1）。
中国公共卫生治理政策变迁分析框架

外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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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图1 突发公共卫生应急政策文献量化分析框架

一是选取外部属性要素指标。政策变

迁外部属性要素指标主要包括政策时间

（发文时间）、政策类型和政策主体（主体合

作网络）。通过政策时间分析，可以考察政

府对公共卫生的关注度，从时间维度发现

影响政策变迁的外部因素。通过政策类型

分析，可审视相关部门对公共卫生的重视

程度及其在政府政策议程中所处的位置。

通过政策主体分析，可发现各阶段政策主

体的合作网络密度与中心度，窥探公共卫

生应急的主导部门、辅助部门以及相互之

间的协作情况。

二是选取内部结构要素指标。政策变

迁内部结构要素指标主要包括政策主题和

政策工具。政策主题是分析公共政策的起

点，只有确定每一阶段的政府议题，才能验

证和发现政府解决社会问题的成效。政策

范式理论认为政策工具的配置会随着政策

目标的达成引致政策范式变化与政策变迁，

从而促进政策主体进行新的政策工具调整。

①此概念界定来自《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2003年5月通过并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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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工具理应纳入分析框架，窥探我国政策

目标的完成情况与具体措施，反思政策工具

是否解决了该阶段的政策问题，是否达成了

政府制定的短期或中长期目标规划。

（三）数据与方法

1.数据来源与筛选

本文以 1978—2020年我国中央政府及

各部委发布的公共卫生应急政策文本为研

究对象。数据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公共卫生

应急主管部门官方网站；二是北大法宝政策

法规数据库、清华大学科教政策研究中心政

府文献数据库。检索关键词为“公共卫生”

“卫生应急”“应急管理”和“传染病”等。①经

过筛选，遴选出有效政策文本460份。

2.数据处理与方法

政策文献量化是一种量化分析政策文

献结构属性的研究方法，通过对政策文本内

容的定量语言分析，从公开信息中提取秘密

信息，判断政策内在事实和相关趋势，以揭

示政策主题、政策主体以及政策体系的演化

与变迁规律。［32］政策文献量化包括很多研究

方法，本文使用了政策文本分词、共词分析

与聚类分析、政策主体共现矩阵与合作网络

图谱等方法。首先利用 ROST-CM6对每份

政策文本进行政策分词，进行高频关键词统

计与过滤，生成各个分阶段主题词表；其次

以主题词的相似性作为基准，按照欧氏距离

标尺，把一些相似程度较大的变量聚合为一

类，直到所有的事物都被归类，最后形成一

张谱系图。通过统计各阶段政策主体联合

发文频次，构建各阶段政策主体共现矩阵，

产 生 共 现 矩 阵 结 果 。 然 后 将 其 导 入

Ucinet6.0，生成主体合作网络相关系数，采用

Netdraw工具绘制网络图谱，以可视化形式

揭示各阶段政策主体协作网络。

三、公共卫生应急政策变迁的外部属性分析

（一）政策时间

如图 2所示，随着政策时间向后推移，

我国公共卫生应急政策数量呈点状激增，

反映出政府对公共卫生重视程度不断增

加，对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关注度日益提高。

其间共出现了四次峰值。（1）第一次峰值出

现在 2003年，政策数量同比增长 300%。这

主要源于 2003年 SARS疫情爆发，对我国公

共卫生治理体系造成了巨大冲击。（2）第二

次峰值出现在 2008年，政策数量同比增长

200%。这是因为 2008年我国发生汶川大

地震，受灾群众的生活卫生应急保障亟需

部署；同年，我国承办北京夏季奥林匹克运

①在检索到的政策文件中，下列文本不包括在突发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政策的范围内：（1）有关领导的讲

话、报告和意见；（2）特定行业的技术规格、标准和指南；（3）各种工作总结、分析报告、年度工作任务等；

（4）政策文本所附的附件、清单和具体说明；（5）地方有关立法或行政部门制定的地方法律规章。

图2 我国公共卫生应急政策数量折线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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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会，在赛事筹备过程中，多次对后勤卫生

保障工作提出要求。（3）第三次峰值出现在

2015年。这一阶段政策数量的提高主要由

于国家领导人对公共安全的重视，提出总

体国家安全观战略，将非传统安全纳入公

共安全范畴，上升到国家公共安全战略高

度，公共卫生安全是其中重要方面。（4）第

四次峰值则是出现在 2020年，政策数量同

比增长 316.7%。新冠疫情极大考验了政府

对公共卫生事件的治理水平，使得公共卫

生政策数量呈现前所未有的井喷式增长。

每两个峰值之间的政策数量总体呈现均衡

特征，表明政府每次遭受重大危机之后，都

会进行渐进式调整，改革公共卫生治理体

系，也体现了我国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鲜

明应急特征。基于政策数量的变化趋势与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的时间节点，

将我国公共卫生应急政策划分为五个阶

段：缓慢起步阶段（1978—2002年）、快速发

展阶段（2003—2007 年）、调整完善阶段

（2008—2014 年）、深化改革阶段（2015—
2019年）和战略发展阶段（2020—）。

（二）政策类型

按照行政效力可将我国公共卫生应急政

策分为三类：第一类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主要颁布法律法规及做出重大决定，对社会

成员影响力最高，具有最高权威性，一共14份
政策，约占总数的 3.04%；第二类指中共中央

和国务院，主要颁布行政法规，在统筹指导政

策落实方面发挥引领作用，具有高度权威性，

一共147份政策，约占总数的31.96%；第三类

指党中央部门机构、国务院各部委、直属机

构，主要颁布行政法规、规章、条例等，权威性

次之，一共299份政策，约占总数的65%，这表

明在公共卫生治理中，立法层面的保障工作

相对较为缓慢。具体来说，我国公共卫生应

急政策文本涵盖法律法规、行政法规、规范性

文件、部门工作文件等层次，其中以通知和意

见为主要发文形式，约占总数的 68.4%，其次

是办法和法律（如图3）。
（三）政策主体

1.描述性统计

政策主体指政策发文机构，主要限于中

央政府层级各部门的机构。统计结果显示，

图3 我国公共卫生应急政策类型统计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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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应急政策主体共计 44个。从单部

门发文数量看，卫生部①发文数量最多，达

180次；其次是国务院，发文量达112次，两部

门联合发文占政策总数量的 63.5%。全国人

大、中共中央、民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

通运输部、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以下

简称为全国爱卫会）等部门仅次之。从多部

门发文数量看，卫生部参与联合行文次数最

多，达 51次；其次是财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原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以下简称

为发改委或国家计委）、国务院，联合行文数

量均超过 24次；教育部、国家中医药局、国家

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为国家药监局）、

交通运输部（以下简称为交通部）、公安部次

之，联合行文数量为 10次。从时间发展脉络

看，多部门联合发文呈现出逐年增长的趋

势，表明公共卫生应急多元主体共治格局正

在逐步形成，也反映出公共卫生应急是一项

涉及多部门协作的复杂治理工程。

2.政策主体合作网络

如表 1所示，随着年份递增，图谱中的网

络节点数与节点间的连线次数呈增多趋势。

这表明公共卫生应急政策制定的部门逐渐

增多、多部门联合颁布的政策数量不断增

加，卫生应急政策主体间关系愈发紧密。其

中，卫生部作为突发公共卫生应急最主要的

职能部门，在每个阶段都居于中心主体的位

置。具体来说，2008—2014年发布的公共卫

生应急政策数量最多，但不论是网络规模、

网络关系数，还是网络密度，2015—2019年
参与公共卫生应急政策制定的部门最多，政

策主体联合行文数量最多，公共卫生应急政

策主体间协作愈加频繁。公共卫生应急政

策主体在制定和执行政策过程中，将政策间

的客观互动关系纳入政策制定考量范围内，

将政策内容中具有相关性的文本内容进行

有机结合，形成系统的公共卫生应急政策体

系，发挥公共卫生应急政策合力，在功能上

实现互补，进而提升治理效果。

（1）缓慢起步阶段。此阶段参与政策制

定部门共计 14个，其中卫生部参与政策制定

19次，数量最多；其次是国务院，参与政策制

定 12次；国家计委与财政部也参与较多；全

国人大、中共中央也参与了政策制定，主要

是颁布法律法规。总体来讲，此阶段卫生

部、国务院、国家计委、财政部是公共卫生应

急政策制定的主要部门。

总之，该阶段政策主体联合发文数量较

表1 公共卫生应急政策主体合作网络结构特征

年份

政策数量

网络规模

网络关系数

网络密度

1978—2002
30
14
9

0.7806

2003—2007
70
20
12

0.4375

2008—2014
128
30
25

0.6911

2015—2019
132
36
34

0.9606

2020—
100
37
22

0.3959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①2013年，原国家卫生部与国家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合并，组建国家卫生计划生育委员会，下文简称卫

计委；2018年，国务院大部制改革，组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下文简称卫健委。不论是卫计委，还是卫

健委，承担原卫生部大部分功能。

南 锐，李 艳 应急与演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共卫生治理政策变迁研究

—— 99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年

少，连线单一，多政策主体间关系疏离，整体

合作网络呈现结构稀疏和松散型（如图 4）。

以下部门间存在一定政策协同：1）针对特定

突发传染病，出台远景规划。以结核病防治

规划为例，卫生部、国家计委、财政部共同制

定，主要内容是对结核病防治工作加强指

导，强化部门合作，提高防治水平。2）对城

镇农村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提出指导意见。

以完善农村合作医疗改革意见为例，针对农

村传染病多发的问题，意见对加强农村卫生

队伍建设，开展社区和家庭诊疗，扩大基层

群众受益面，严格规范农村医疗专项资金使

用等作出规定，巩固基层卫生队伍发展，推

动农村医疗卫生改革。

（2）快速发展阶段。此阶段参与政策制

定部门共计 20个，与上阶段相比参与政策制

定部门数量增多，呈现出政策主体逐渐丰富

的趋势。卫生部仍然是参与政策制定最主

要的主体，共参与政策制定 42份；国务院参

与政策制定也较多，共计 28份；国家质量监

督检验检疫总局（以下简称为国家质监局）、

全国人大、教育部、财政部、民政部、司法部

等部门也都参与了政策制定。

该阶段政策主体联合发文数量较少，整

体合作网络也呈现结构稀疏与松散型（如图

5）。但有以下政策主体间形成了稳定的协

作关系，网络图谱较为密集，主要包括以下

几方面：1）卫生部与多个部门建立专项合作

机制，包括国家质监局、中国气象局、农业

部、交通部。根据“预防为主、优势互补、措

施联动、服务公众”的合作原则，定期交流工

作管理情况，相互通报重大决策与工作信

息，积极协商，应对实际工作问题。2）就

SARS疫情的应对经验与工作机制制定具体

图5 2003—2007年政策主体合作网络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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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图4 1978—2002年政策主体合作网络图谱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 100



第1期

政策。包括医疗救治体系、提高医护人员待

遇、防治法宣传工作等内容。SARS的救治

工作需要多部门密切配合，如提升因履职感

染传染病通知中指出，各部门要密切配合，

搞好服务，及时做好感染人员的工伤认定与

待遇支付工作。在传染病法律法规宣传方

面也是第一次出现多部门协同的情况，表明

国家对传染病防治法的宣传力度加大。

（3）调整完善阶段。此阶段参与政策制

定部门主体共计 30个，政策主体显著增多。

多部门间首次呈现比较密集的网络关系。

其中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原卫生部）仍然

是核心政策主体，共计参与政策制定达 97
次；其次是国务院，共计参与政策制定 24次；

财政部、教育部、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民

政部、国家发改委、国家质监局、国家药监局

等参与政策制定都超过 5次，组成了多主体

协同网络。

总体而言，该阶段政策主体联合发文数

量较多，17个部门建立了稳定的协同关系，

合作网络非常密集；9个部门建立了较为密

切的联系，平均发文数为 4。总体合作网络

密度高（见图 6）。这一阶段存在以下几方面

的政策主体协同：1）做好急性传染病防治工

作的部门协同。主要是针对登革热、艾滋

病、脊髓灰质炎等急性传染病的防治工作加

强组织领导，各部门做好衔接工作，切实落

实各项防治措施。2）就提升卫生服务与管

理水平、加强卫生信息化建设、促进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等提出指导意见，建立完

善卫生应急系统。加强顶层设计与规划，建

立完善卫生应急系统，推进卫生综合示范区

建设，拓宽卫生应急保障渠道，整合各项资

源，实现卫生应急统一高效、互联互通。

（4）深化改革阶段。此阶段参与政策制

定主体部门多达 44个。卫健委仍然是最重

要的公共卫生应急主体，单独发文达 82次；

国务院、财政部、教育部、国家发改委、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爱卫会发文均超过

9次，已成为公共卫生应急的重要主体，尤其

图6 2008-2014年政策主体合作网络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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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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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全国爱卫会在此期间作为新兴力量，在深

入爱国卫生运动的宣传、组织等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民政部、科技部、中医药局均发

文超过 5次，显示出国家对中西医治疗相结

合、科技支撑卫生信息化建设、促进医疗卫

生公平保障等的重视。全国人大常委会、公

安部、国家药监局、中宣部、工业和信息化

部、国务院扶贫办、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以下简称为广电总局）等发文超过 3次，这

表明我国政府对加强卫生宣传工作、加强对

特殊群体医疗卫生保障的新趋势。

该阶段政策网络密集，国家卫健会、财

政部、教育部等居于网络中心位置，多数政

策主体协作程度较高，存在以下几种政策主

体协同（见图 7）：1）关于多发传染病的发展

规划与实施方案。以中国病毒性肝炎防治

规划为例，提出了具体的疫苗防控措施，加

强重点人群防控，提高监测管理水平等规范

性举措。对政府有关部门的工作机制做出

具体部署，并将动员和支持社会其他主体参

与、发动社会力量、多渠道筹措资金纳入工

作机制。2）关于加强大众健康的战略举措

方面的政策协同。包括加强社区卫生服务

规范、加强健康促进与教育、加强卫生健康

与科技创新、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指导意见

等。此阶段政策协同的主题均围绕大众健

康展开，奋力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将公共卫

生应急政策议题由社会转向个体，体现出国

家对保障基本民生、增强人民福祉的服务

理念。

（5）战略发展阶段。该阶段在公共卫生

应急方面，政府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发

布诸多政策指导新冠疫情应急实践。各政

策主体联合行文也表征了不同政府部门之

间在此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合作治理

水平。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政府部门共发

图7 2015-2019年政策主体合作网络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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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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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政策 100份，其中政策主体联合发文超过

两部门文本共计 22份，约占总数的 22%。参

与政策制定部门主体呈现如下几个层次：1）
有 5个部门参与政策制定超过 10次，分别是

国务院、国家卫健委、交通运输部、国家发改

委、民政部，标志着多部门间形成了稳定的

合作网络关系，多主体协同共治、平等协商

对话的关系也进一步形成，改变了以往以卫

生部或国务院一元主体的局面。2）中共中

央、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也是疫

情期间参与政策制定的重要部门，发文政策

8次，体现了疫情期间在加强组织领导、做好

保障工作、完善资金扶持方面的重视。3）公

安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等参与政策

制定 3次以上，体现了卫生信息化、复工复学

复产、进出口岸卫生防控等与疫情防控两手

抓的趋势。4）全国人大、国务院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为国资委）、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以下简称为住建部）、税务总局

等参与政策制定 2次，体现了优化营商环境、

对中小微企业减税降费的保障措施。5）最

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

中国人民银行等新兴力量的参与，表明公共

卫生应急主体多元共治共享格局已形成，公

共卫生应急治理共同体正在形成。

该阶段政府各部门之间联系比较紧密，

尤其是合作网络图中黑线密集的区域，超过

15个部门距离网络中心部门距离较近（见图

8）。部分个体在疫情期间也发挥了零星的

作用来指导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实践。这一

阶段主要存在以下联合行文：1）关于疫情防

控与复工复产中各部门有序衔接、高效运

转，有效增加公共卫生应急服务供给、推动

企业复工复产流程再造。如优化企业开办

服务、做好农民工创业增收、动员社区组织

开展疫情防控、开展互联网加医保服务等政

策，均是卫健委牵头，其他主管部门优化营

商环境、精简审批环节、动员社会参与的体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图8 2020—2021年政策主体合作网络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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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保障了资源的有效供给。2）关于完善卫

生制度、加强卫生应急能力建设的指导意

见。如完善社会救助制度、加快全民健康信

息标准化体系建设、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等意见的出台，表明了此次疫情应对过程

中，政府部门以人民为中心，保障基本民生，

兜牢基本民生底线，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四、突发公共卫生应急政策变迁的

内部结构分析

（一）政策主题

1.缓慢起步阶段

改革开放后，政府将工作重心转移到了

大力发展经济方面，国家公共卫生治理也开

始探索市场化道路，政府对公共卫生应急的

认识也在探索中发展。为了消灭各种传染病

的流行，1987年，政府出台文件对卫生防疫站

的工作职责做出明确规定，指导卫生综合防

治。继此之后，全国人大相继出台一系列卫

生检疫相关的法律法规，如《国境卫生检疫

法》《传染病防治法》和《动物检疫法》。由此，

我国传染病管理和公共卫生监督进入一个崭

新时期。这一阶段，卫生部高度重视薄弱地

区传染病防治，以农村为重点，依靠科技与教

育劝诫公众提高对传染病的认识。2000年，

成立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下简称为疾

控中心），承担公共卫生综合管理工作。

政策主题可通过政策主题词来分析。

该阶段政策的高频主题词主要是“卫生”“传

染病”“监督”“预防”“农村”等。通过聚类分

析，形成三个群组，分别代表了这一阶段公

共卫生应急政策的三个聚焦点，即急性传染

病防治、卫生管控、群众卫生运动。这一时

期公共卫生应急政策的中心工作是尽早控

制和预防急性传染病，如鼠疫、血吸虫病、霍

乱、艾滋病、结核病等，对此类急性传染病的

预防、处理、信息报送等做出了要求，多次提

到“禁止”“必须”“控制”“检查”“不得”“归口

管理”“备案”“加强”“管理”等，表明中央政

府对公共卫生事件的绝对主导权，要求疫情

报告必须逐级上报，没有向卫生部备案，地

方政府不得对外公布疫情信息，强调公共卫

生应急的举国体制。“防疫”“农村”“群众”

“保健”“教育”等主题词表明这一阶段公共

卫生应急重点在农村地区，源于农村地区医

疗卫生条件差，群众的卫生意识较差，农村

薄弱地区的卫生宣传教育成为当务之急。

2.快速发展阶段

2003年爆发的 SARS疫情是传播速度

快，波及范围广的重大急性传染病，引发普

遍的社会焦虑和恐慌，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机

制建设等方面问题引起了政府和公众的高

度重视，也使政府认识到非传统安全事件的

严重危害性。2003年 5月，国务院颁布卫生

应急条例，将公共卫生应急提升到法律层

面。同年 12月，国务院设立应急预案小组，

正式将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纳入政府政策议

程，这也是我国建立“一案三制”应急管理体

系的起点。2006年，国务院相继出台突发事

件总体预案与突发卫生事件应急预案，为各

类突发事件应急准备指明了方向，体现了预

案先行、关口前移的态势。2007年，《突发事

件应对法》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纳入我国突

发事件应急管理范畴，对应急管理准备、预

防、处理、恢复四个方面做出明确规定。此

阶段政府卫生政策的议题主要集中在完善

公共卫生应急政策法规、提高危机应对能力

方面。

该阶段政策高频主题词主要是“卫生”

“应急”“预防”“社区”等。经过聚类分析，形

成四个群组，代表了此阶段公共卫生应急政

策的四个聚焦点，分别是“卫生应急管理”

—— 104



第1期

“应急处置”“健康促进”与“能力发展”。这

时期公共卫生应急政策都是基于 SARS疫情

防治经验，健全相关制度以补齐公共卫生应

急管理短板，如法律法规的宣传，加强对各

种实际情况的检查和督导工作，并加快了

“一案三制”建设的步伐。

3.调整完善阶段

该阶段政策主题是不断提升公共卫生

事件应对的规范性，提出诸多指导应急管理

实践的细则，政策焦点集中在民生保障与改

善。以 2013年国务院出台的《突发事件应急

预案管理办法》为例，该办法为突发事件应

急预案提出了具体性、可操作的指导。《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机构编制标准指导意见》规

定，加强风险应对能力，在各级人民政府设

立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指导卫生事宜。该阶

段政府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也提供了

资金支持，中央财政通过转移支付向地方予

以补助，建立居民健康档案，支持民生项目，

提高公共卫生服务供给能力，加强卫生基础

设施建设。2014年，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战略

提出，加强公共安全顶层设计，将非传统安

全事件纳入了公共安全范畴。

这一时期政策高频主题词主要是“预防”

“处置”“健全”“评估”“响应”等。经过聚类分

析，共形成四个群组，代表了此阶段公共卫生

应急政策的四个聚焦点，分别是“传染病防

治”“应急处置”“监测预警”“体系建设和基层

建设”。这时期公共卫生应急政策主要针对

汶川地震之后的灾后重建与奥运赛事公共卫

生后勤保障等事件，不断提高公共卫生服务

质量，包括出台政策加强应急预案、应急演

练、卫生队伍建设、监督工作、信息报告制度

等，旨在建立一套完整的突发事件应对体系。

对一些弱势群体的关爱帮扶与政策倾斜，也

显示出国家公共卫生治理视域从宏观到微

观，从区域到基层，表明政策覆盖范围扩大，

治理效能不断提高。

4.深化改革阶段

“健康中国”战略的提出为此阶段公共卫

生应急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导。加强公共卫生

事件监测能力和预警能力，提升应急效率与

响应能力迫在眉睫。此阶段问题主要集中在

防治外来急性传染病，加强突发卫生事件应

急，倡导卫生应急社会参与。2018年两会期

间，国务院对重要机构进行职能整合，应急管

理部作为一个新兴部门，承担自然灾害与事

故灾难的主要职责。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主要

归口管理部门是国家卫健委及其下属的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等。该阶段，党中央也开始将

健康视为促进人类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结

合健康中国战略，从更前瞻的视野，大力开展

健康素养活动，普及健康素养知识。

这一时期政策高频主题词主要是“应急

演练”“评估”“大数据”“基层”“组织保障”“协

同”等方面。经过聚类分析，形成了四个群

组，代表了此阶段公共卫生应急政策的四个

聚焦点，分别是“监测预警能力”“科技支撑”

“互联网+健康”和“应急体系建设”。这表明

公共卫生治理在向精细化与智能化管理的方

向发展。而预防、演练、监测、预警等高频关

键词的出现，则表明政府应急管理体制改革

关口前移的趋势，从之前的重救援到重预防

与救治相结合的全过程管理的转变。

5.战略发展阶段

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疫情是一次重大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引起了中共中央、国务

院的高度重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来指导疫

情防控，重点关注了一线医护人员身心健

康、分级疫情防控、全面报销与公费治疗等。

“四早”的重要措施也在文件中多次提及，表

明政府公共卫生事件预警意识增强，致力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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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发现疫情源头、早遏制疫情蔓延。此外，

疫情期间社会参与广泛，各行各业社会力量

的涌入，并与政府有机耦合形成合力，对疫

情防控起到了关键作用。而政府多次提及

一站式审批、精简服务流程、提倡网上办理

业务等提高了行政效率，使得我国将防控与

复工复产两手抓，增强了安全韧性与经济韧

性，阻断了次生危机与复合型危机的发生。

这一时期政策高频主题词主要是“服

务”“落实责任”“大数据”“互联网”“法治化”

和“一网通办”等。经过聚类分析，得到五个

群组，代表了此阶段公共卫生应急政策的五

个聚焦点，分别是“组织领导”“民生服务”

“社会参与”“能力发展”和“科技支撑”。在

新冠疫情应对中，党和政府及时采取有效措

施遏制疫情蔓延，如加强个人防护，养成良

好卫生习惯；采取交通管制及封闭隔离；加

强重点人群监护。与此同时，复工复产与疫

情防控两手抓，经济发展、复工等主题词表

现出政府在疫情之下提振经济的决心，也表

明政府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体系逐步

成熟，向着源头治理的方向转变。

（二）政策工具

1.政策工具分类

政策制定者制定公共政策后，为促使各

项政策目标从符号转化为行动所实施的方

法或手段，就是政策工具。［33］政策工具是连

接政策目标与政策问题的枢纽。本文依据

Mcdonnell的分类思想，［34］将我国公共卫生应

急政策工具划分为五种类型（如图9）。

（1）权威工具。即政策主体运用其自身

的行政威权对目标群体的某些行为做出强

制性、命令性的规定，要求目标群体必须绝

对服从命令，常见的表现形式有规定、禁止

等，如“将新冠病毒纳入乙类传染病，采取甲

类传染病的控制措施”等。

（2）象征与劝诫工具。即政策制定者通过

对目标群体观念、认知、信念的引导，启发或呼

吁其将信念转化为具体行动。如“落实好关心

关爱医护人员，提高一线人员待遇”等。

（3）激励工具。即通过一定的报酬、表

扬或反馈鼓励目标群体采取相关行动，从而

调动目标群体积极性，如“推动建立标准排

行榜，形成领跑者名单”等。

（4）能力建设工具。即政策制定者对其

要实现的具体政策目标而提供的各项支持，

包括人力、物力、资金、技术、研究等，如“加

大科学基础研究，提高病毒检测能力”等。

（5）系统变革工具。即行政系统内部结构

的调整与外部变革，包括职能调整、机构设立、

权力与责任的重新分配、建立新的制度等，如

“将全国统一的应急管理系统建设，确认为中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图9 政策工具类型及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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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与地方共同财权，分别承担支出责任”等。

2.政策工具使用

通过 Nvivo软件，借助扎根理论的从信

息中归纳提取的思想，按照“政策编号—一

级编码—二级编码—三级编码”的顺序对政

策内容进行单元编码归类。若某个政策有

多条具体条款，则根据政策内容单元层级依

次编码，如一份政策文本第一条政策条款编

号为“1-1-1”，第二条为“1-1-2”，按此原则

对所有政策文本完成编码。由于政策编码

具有一定主观性，同时邀请两名编码员进行

编码。编码信度检验结果属于可接受范围。

不同阶段政策工具使用情况如下：

如表 2和图 10所示：从整体看，公共卫

生应急政策覆盖了五种政策工具类型。具

体 来 说 ：权 威 工 具 共 210 项 ，占 总 数 的

30.7%，是使用频率最高的政策工具类型；其

次是能力建设工具，共 185项，占总数的

27.05%；象征与劝诫工具次之，共 126项，占

总数的 18.42% ，经常与权威工具一同使用；

系统变革工具与激励工具使用频率较低，分

别占总数的 13.45%与 10.38%。尤其是激励

时间

1978—2002

2003—2007

2008—2014

2015—2019

2020—

工具类型

权威工具

劝诫工具

激励工具

能力建设工具

系统变革工具

权威工具

劝诫工具

激励工具

能力建设工具

系统变革工具

权威工具

劝诫工具

激励工具

能力建设工具

系统变革工具

权威工具

劝诫工具

激励工具

能力建设工具

系统变革工具

权威工具

劝诫工具

激励工具

能力建设工具

系统变革工具

编码

1-1-2、1-1-3、1-2-2、1-3-1…
1-1-4、1-2-1、2-2、3-2、4-1…
2-4、2-5、4-2、10-9、10-12…
1-2-3、1-4-1、2-3、4-4、5-5…

1-3-5、1-4-5、2-1、10-5、11-1-1…
1-3、2-1-1、2-1-2、2-2-1、2-2-3…
1-1、1-2、2-1-3、2-1-6、3-1、3-7…
2-1-4、2-2-2、9-3、10-3、11-2-2…
2-1-5、2-2-4、2-4-1、2-4-2、2-5-2…
3-6、4-2、5-1、6-3、7-3、8-1、10-2…
1-2、1-5、1-7、2-1、2-2、2-5、3-1…
1-3、1-8、4-3、5-5、5-6、5-7、6-2…
2-3、3-4、5-4、9-2-3、9-3-2、11-5…
1-1、1-4、2-5、3-3、3-5、4-5、5-3…
1-6、1-9、2-4、3-2、4-4、9-3-3…
1-1、3-1、4-1、5-1、5-2、6-1、6-5…
2-1、2-2、3-2、3-5、4-2、6-2、7-2-3…
1-5、2-3、4-3、6-3、8-2、、9-4-3…
1-2、1-3、1-4、3-3、4-4、5-3、6-4…
3-4、4-5、7-1-2、7-3-1、8-1、9-1-2…
1-1、2-2、2-5、2-6、4-1、4-2、5-1-1…
2-1、2-4、2-7、5-1-4、5-1-5、6-3…
2-3、3-1、3-2、5-2-2、5-2-3、7-3…
4-3、4-4、5-1-3、6-1、7-1、8-2…
5-1-2、5-1-6、7-4、8-1、8-5、8-6…

合计

39
18
9
18
7
52
28
12
37
15
44
29
13
39
19
39
23
13
55
22
36
28
24
36
29

占比

42.86%
19.78%
9.89%
19.78%
7.69%
36.11%
19.44%
8.33%
25.69%
10.42%
30.56%
20.14%
9.03%
27.08%
13.19%
25.66%
15.13%
8.5%
36.18%
14.47%
23.53%
18.3%
15.69%
23.53%
18.95%

表2 不同阶段政策工具使用分布表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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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使用频率较低。但五类政策工具在不

同阶段使用情况各有特点。首先，总体上

看，各阶段兼顾了五类政策工具的使用，但

政策工具配置具有差异性。分阶段看，不同

阶段政策工具类型及其使用频率各不相同。

从数量上来看，权威工具与能力建设工具在

各阶段占比均最高，从第三阶段开始，权威

工具与能力建设工具使用频率接近，到第四

阶段能力建设工具占比超过了权威工具所

占比重。而象征与劝诫工具、系统变革工

具、激励工具各个阶段使用频率较低。从变

化趋势来看，权威工具和象征与劝诫工具数

量缓慢降低，系统变革工具与激励工具数量

缓慢增长，能力建设工具数量快速增长。此

外，各阶段政策工具使用频率差异相对趋

缓，尤其是第五阶段，五种政策工具使用频

率差异显著降低，这表明政府政策工具使用

能力不断提高，配置更加优化，应对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手段相对温和，治理方式更加

弹性。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图10 1978—2020年政策工具使用统计图

3.政策工具演进历程

（1）缓慢起步阶段。改革开放之初，我

国面临着复杂的社会形势，经济发展水平相

对较为落后，医疗卫生资源相对匮乏，卫生

基础设施严重不足。更严峻的现实在于群

众卫生意识差，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凸显。

该阶段政府主要依靠权威工具和象征与劝

诫工具引导公共卫生事业发展。该阶段政

府主要通过强制性政策工具来决定卫生资

源的投入和配置，对传染病的请示报告、信

息公开、处理等要求严格，只允许信息在狭

窄的行政系统内部流动，突发事件必须报

备。因此，该阶段权威工具、劝诫工具占比

较高，其他政策工具数量偏少。能力建设工

具、激励工具、系统变革工具发挥作用有限。

（2）快速发展阶段。SARS疫情的爆发，

使得政府重视公共卫生应急管理，重新构建

我国的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政策工具也不断

丰富。对于健全卫生服务体系、提升卫生应

急能力等均有所助益。2004年，卫生部设立

卫生应急办公室，各个地方开始围绕此实践

展开，全国各地自上而下相应成立卫生应急

办公室，为开展应急工作奠定了组织基础。

此外，该阶段能力建设工具占比获得极大提

升，卫生部在加强卫生信息化建设方面提出

很多战略构想，建立信息化平台，确保应急

信息能够及时被响应。同时，该阶段激励工

具占比也有所上升，在卫生应急人员的保障

与待遇方面，给予了很多政策倾斜。对有突

出贡献的个人进行表彰。

（3）调整完善阶段。该阶段各级政府高

度重视“一案三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即加

快制定应急预案，完善应急管理体制机制建

设，加快应急管理法治化进程。在激励工具

方面，卫生部向疾控中心应急管理办公室等

101个单位集体授予“全国卫生应急先进组

织”称号，弘扬应急工作者无私奉献的精神。

《卫生应急综合示范县评估管理办法》提出

了评选卫生应急管理示范区，目的是选出先

进示范县，为其他地方提供参考，推广示范

区卫生应急模式，促进各市县提升应急管理

能力。在系统变革工具方面，组建国家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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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委员会，表现出政府职能优化整合，完

善应急管理体制机制。

（4）深化改革阶段。随着“健康中国”战

略的提出，为人民提供全方位的健康服务被

提上政府议程。在激励工具方面，全国爱卫

会同卫生健康委员会等部门鼓励深入开展健

康素养促进项目、安全示范区建设、爱国卫生

活动、卫生应急综合示范区建设等项目，加强

健康促进活动，引导居民养成良好卫生习惯，

增强居民健康意识与自我保健能力，提高居

民健康素养水平。在系统变革工具方面，加

快应急产业培育和发展，成立中国应急管理

学会等社会组织，设立安全标准专业委员会、

舆情专业委员会，积极探索应急管理理论与

实践问题，推进应急管理学科发展。该阶段

能力建设工具使用频率首次超过权威工具使

用频率占比，凸显出政府提升应急管理能力

的决心。该阶段政府在加强应急管理能力建

设方面出台了诸多政策。从强化队伍建设、

健全卫生应急网络、加大科学研究等方面兼

顾，以求全方位提升我国应急管理能力，健全

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其中，推进“互联网+健
康医疗”服务、加强健康医疗数据建设、建立

健康档案等内容更是被提及多次。

（5）战略发展阶段。新冠疫情是一场全

球性大流行病，对政府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

构成了新的挑战。在这场疫情中，政府使用

各项政策工具的频率趋于平衡。在权威工

具方面，主要是对封闭隔离提出强制性措

施。如居家隔离、保持社交距离、减少人员

聚集、出示健康码、办理通行证等。在能力

建设方面，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提高核

酸检测能力，加快疫苗研发；二是利用大数

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提升预警能力与监

测能力，做好重点人群监护；三是中央划拨

资金，为地方政府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提供

物质资本；四是呼吁社会各界提供各种法律

援助、心理健康服务、医疗就诊服务；五是保

障应急物资供给，确保防疫服、口罩等公共

物品供应。在激励工具方面，提倡通过社会

典型的正面宣传，动员群众配合疫情防控工

作，有效应对疫情。在象征与劝诫工具方

面，鼓励在线办学、居家办公、一网通办等，

提高行政效率，加大便民力度。在系统变革

工具方面，包括建立联防联控机制、成立疫

情应对领导小组、建立对口帮扶支援机制

等。总体而言，该阶段政策工具作用的目标

群体更加广泛、多元与聚焦，对重点人群、重

点工作场所、重点行业等特殊对象做出具体

明确规定，防止疫情蔓延与扩散。在疫情防

控与复工复产方面开始考量就业、教育、经

济发展等多种因素，给予很多政策支持。这

表明政府治理重心下沉、应急管理关口前移

的趋势更加显著。概言之，此次疫情防控

中，政府部门科学配置各项政策工具，巩固

了疫情防控成果。

五、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中国公共卫生治理呈现

应急性演化趋势

中国公共卫生治理与公共卫生应急政

策之间是不断适应的结果，反应在阶段性的

政策变迁过程中，公共卫生治理体系改革史

也是一部公共卫生应急政策变迁史。每一

次公共卫生事件，尤其是重大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的出现，都倒逼了我国公共卫生应急政

策的调适与修正，快速推动了我国公共卫生

治理改革，实现了由危转机，公共卫生治理

呈现出鲜明的应急性演化趋势。

1.政策数量呈现总体增长与阶段波动共

存的趋势

总体性增长反映出非传统安全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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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政府重视，利用政策手段对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应急管理是推动我国公共卫生治理

改革的源动力。阶段性波动反映出在历经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扰动后，政府内部

往往会进行剧烈的变革，对公共卫生应急政

策进行大幅度调整与修正，每次公共卫生领

域的焦点事件都将公共卫生治理问题推向

政府政策议程，促使公共卫生治理体系不断

完善与优化。

2.政策主体呈现权威性与多元化交互的

趋势

1978—2020年间，我国公共卫生应急政

策主体涵盖 44个机构，包括中共中央、国务

院及其部委机构，政策主体呈现权威性与多

元化交互的趋势。这表明，公共卫生治理作

为政府治理的重要内容，越来越受到多个政

府部门的重视，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构建治理共同体已经达成共识，这源于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高度复杂性。针

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卫生部（卫健委）

作为核心职能部门，与多部门建立了长效合

作机制，丰富应急资源供给，提高应急响应

能力，形成政策合力，催生多元化公共卫生

治理体系的形成与完善。

3.政策主题呈现应急性与连续性共生的

趋势

应急性特征反映出针对不同外部环境，

面向公共卫生事件，政策主题都在动态调

整，解决问题为导向的应急性特征明显。如

经历了 SARS事件的应急，政策主题开始反

思应急管理体系，提出了“一案三制”的应急

管理体系。连续性特征反映出我国公共卫

生应急政策一直处于动态调适过程中，甚至

是政策终结，但各阶段我国公共卫生应急政

策的主题都具有连续性，体现了公共卫生治

理的“以人民为中心”“推动治理体系不断完

善”的目标。

4.政策工具呈现组合性与主导性共在的

趋势

组合性特征反映出面对重大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传统的高度依赖权威工具的应急

模式已不再适应高度复杂的突发事件，能力

建设工具、象征与劝诫工具、激励工具与系

统变革工具也具有各自优势，组合使用各类

政策工具能提高应急效率和效能。主导性

特征反映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有高

度复杂性，面对不同类型的卫生事件，应根

据各类政策工具的不同特性进行匹配，选择

不同的主导性政策工具。

（二）对策建议

每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都是对公

共卫生治理体系的大考，公共卫生应急政策

也在危机应对中得到不断调适与修正，也在

推动着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完善与发展。

基于公共卫生治理体系改革的应急性演化

特征，提出公共卫生应急政策完善的对策

建议。

1.协同政策主体，提升危机应对能力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打破了既有的

社会运行体系，产生了诸多的异质性与不确

定性，靠单个主体支撑或组织运作往往程序

失效或手段失灵，应加强政府间合作，协同

政策主体，完善联防联控机制，提升危机应

对能力。一是加强政府间合作，促进资源共

享。加强政府间合作，建立长效应急资源共

享的合作机制，实现信息、技术、资源的流动

与共享，贯彻分类管理原则，科学统筹卫生

应急资源；并促进政府间信息、财政、技术、

人力等要素的流动，突破行政壁垒，减少行

政成本，巩固合作基础。［35］二是吸纳社会参

与，构建治理共同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

急需要吸纳社会力量，构建治理共同体，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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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治理主体凝聚在一起，［36］形成国家、社

会、个人良性互动的局面。广泛普及公共卫

生应急管理知识，提高公众自救与互救能

力。加强引导，扶持相关产业发展，逐步完

善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市场的效率性、专业

性和竞争性等优势。［37］降低社会组织准入门

槛，鼓励社会组织参与，发挥社会组织特长，

建立健全政府与社会组织应急合作机制。

2.强化政策工具，提高应急响应效率

合理使用政策工具是有效实现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政策目标的重要手

段，需根据不同的社会情境，选择合适的政

策工具，合理配置各类政策工具，提高应急

响应效率。一是不断优化政策工具，加强政

策工具使用的规范性。合理增加激励工具

的使用比例，充分调动目标群体的主观能动

性与积极性，如专家学者、医护人员、应急救

援队伍等。完善权威工具等传统型工具，并

不断优化能力建设工具、系统变革工具和激

励工具，选择合适使用场域，加强政策工具

使用的规范性。二是科学配置政策工具，强

化政策工具使用的合理性。根据重大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的不同特性，科学配置能力建

设工具、权威工具和象征与劝诫工具，并辅

以其他政策工具类型，提升政策工具与作用

功能维度之间的协同性。［38］遵循实际情况，

因时因地，相机决策，选择最合适的政策工

具类型，并根据外部环境变化，灵活地调整

政策工具，提升应急管理政策效力。［39］

3.优化政策议程，实现智慧应急治理

面对治理内外环境变化，要不断优化政

策议程，缩短政策制定与执行的时滞，科学

使用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加强数据驱动和情

报赋能，提高政策的精准性和针对性，实现

智慧应急治理。［40］一是优化政策议程，强化

“一案三制”。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进行分

级管理，突出细化量化、闭环管控，完善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预案。加快卫生应

急管理法制化进程，明晰重大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管理措施与相应措施细则。加强党对

应急管理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针对突发事

件应对的痛点和盲点，不断健全应急管理体

制机制，在此基础上完善相关工作流程和制

度规范。［41］二是加快科技创新，实现智慧应

急治理。嵌入大数据、云计算等科学技术，

搭建信息平台、传递应急资源、精准对接需

求，并通过组织结构重组、流程再造、信息互

联，形成跨部门、跨组织的协同，减少公共卫

生事件带来的损失，提高应急响应效率。［42］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认为，人

类已经进入了一个风险社会，风险应对成为

一种新常态。作为常见的风险，公共卫生事

件尤其是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有高度

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对其治理对全球各国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了挑战。从非典疫

情肆虐到新冠疫情爆发，我国公共卫生治理

取得了长足进步，创造了公共卫生治理的中

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离不开政策的引导和

支持。面对公共卫生治理的新形势和新环

境，政府只有通过连续的政策学习与政策创

新，遵循政策发展规律，厘清政策发展脉络，

才能制定科学系统的公共卫生治理政策体

系，促使公共卫生治理政策体系不断优化和

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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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ergency and Evolution: Analysis of China’s Policies on Public
Health Governance (1978-2020)

NAN Rui1，LI Yan2
（1.School of Law and Humanities,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3, China；

2.Jincheng Municipal People’s Hospital，Shanxi Jincheng 048026）
Abstract：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policy, China’s public health governance system has been

distinctly emergency oriented and featured, therefore, it is feasible to explore the reform process of China’s
public health governance system and generalize the laws behind the proces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olicy
changes of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Taking 460 emergency policies of public health issu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from 1978 to 2020 as samples, this paper makes a systematic study on the external attributes and
internal structure of policy changes from five aspects: policy time, policy types, policy subjects, policy problems
and policy tools by using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policy documen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form of
public health governance system in China followed a trend of emergency evolution, indicating the coexistence of
overall increase and fluctuations at different stages in terms of policy quantity, the alternation of authority and
diversification in terms of policy subjects, the symbiosis of abruptness and continuity in terms of policy theme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tool combinations and dominance in terms of policy tool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optimize China’s public health governance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y: coordinating policy subjects to enhance the ability of crisis response, strengthening policy
tools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emergency response and optimizing the policy agenda to achieve smart
emergency management.

Key words：emergency policy; emergency management; public health;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policy changes;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policy doc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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